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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特性、制度變遷與擴散: 企業採行高齡人力資源措施時機之研究 

 

摘要 

儘管環境變化快速，產業新作法的更替仍是一連串冗長且緩慢的演化過程。為能

釐清新措施制度化的過程中，不同組織所扮演的角色，本研究結合制度與創新兩

階段理論，將制度創新區隔為改變階段與擴散階段，探討於不同制度化階段中，

場域內組織所需具備的動機與能力。其中，制度壓力可解釋組織採行新制度之動

機；創新兩階段理論則可解釋組織採用新制度的能力。面對人口結構高齡化之衝

擊，本研究視企業針對中高齡人力採行多元措施，為一項新制度的採用，針對台

灣 5000大優秀企業之訪調與公開上市資料，本研究發現，(1)具聲望之組織傾向

於制度改變階段中，領先同業創造高齡人力資源措施；(2)公股企業傾向於制度

擴散期，採用高齡人力資源措施；(3)具聲望之公股企業傾向於制度擴散階段，

採行高齡人力資源措施。研究發現，組織對於環境感知的能力與其正當性，為改

變制度的驅動力；組織追求正當性的動力與成熟的組織結構，為擴散新制度的關

鍵。本研究主張，新措施制度化的過程中，現存制度對於具聲望企業成長的限制

將誘發新措施被創造的關鍵，而新措施是否可成功成為場域中泛用的制度，則端

視於(具聲望)公股企業是否有採用該新措施，達到示範之效。 

 

關鍵字: 高齡人力資源措施、制度採用、創新、制度理論 

Keywords: aging HR practice, institutional adoption, innovation, institutional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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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追求創新的做法以因應外部環境的快速變遷，是維持成長的關鍵。例如，因應全球人口結構

高齡化的趨勢，企業針對 50歲以上的員工，建構彈性工時、跨齡層團隊等新興人力資源措施

(後續本文稱之為高齡人力資源措施)，不僅可保留人才經驗(Armstrong-Stassen, 2008)，亦可減

緩政府於社會福利上的財政壓力(Taylor, 2006)。然而，實際上，卻鮮少企業針對高齡人力發

展出對應的人力資源措施，以反映人口老化的問題 (Walker, 2006)。這現象顯示出，儘管環境

變化快速，產業新的做法的更替，仍是一連串冗長且緩慢的演化過程。場域中，無法因應快

速變遷環境的緩慢演化過程不僅弱化企業競爭優勢，更惡化政府之財政負擔，然其中的阻礙

至今卻仍未清晰。爰此，面對環境的變化，釐清企業特性與其採用創新做法時機間之關聯性，

為一重要且尚待累積之研究議題。 

根據過去文獻，新措施的發生與擴散行為，可以運用制度理論來加以詮釋。所謂制度非

僅限縮於法律明定之制度規範，乃泛指場域內普遍慣用的措施(DiMaggio & Walter, 1983)。而

制度理論關注制度化過程中，一項新的做法如何由未知至廣被採用的過程 

(institutionalization)(Mainwaring, 1998)。制度化過程包含制度的改變與擴散階段。於改變階段，

現存制度之所以被改變，源自於現存制度不足以因應環境的變化，致使組織成長受限，誘發

組織創造新做法，改變現存制度的動機。而於新作法擴散階段，透過模仿、規範或法規的驅

動力，致使組織皆傾向採行相似的做法，此即為新作法逐漸發展為場域中泛用制度的過程

(Sherer & Lee, 2002; Oliver, 1991; DiMaggio and Powell, 1983)。由此可知，場域中的組織採行

制度的時機，決定了制度演化的速度。 

然而，組織採行制度時機的決策，除了受到動機的影響外，其能力亦具有關鍵的影響力。

儘管組織具備充足的動機，若其未具備執行的能力，其仍無法創造或採行新措施，反之亦然。

而兩階段創新理論指出，爰此，奠基於制度理論說明組織決定新制度採行時機的動機，本研

究加入兩階段創新理論，詮釋組織決定新制度採行時機的能力。兩階段創新理論認為，新制

度的創造與優化屬於不同的創新能力。新制度的創造能力，奠基於組織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感

知、資訊整合與評估的能力；而新制度的優化能力，則透過組織結構的成熟運作所影響。整

合制度理論與兩階段創新理論，本研究認為，新制度之所以被創造，源自於具創造能力的組

織感知到現存制度對其成長的限制；而新制度之所以可被擴散，源自於具場域影響力的組織

採行該項新制度，以達示範之效。 



 

2 

 

面對全球人口結構高齡化趨勢，有別於原有多數企業鼓勵高齡員工提早退休，本研究視

高齡人力資源措施為一項新的人力資源措施。一項新作法制度化的過程涵蓋制度改變與擴散

階段。於制度改變階段，多數企業維持原有的做法，例如，提出各種優惠，鼓勵高齡員工提

前退休。高齡人力資源措施的興業組織，多半體認到現有作法將會造成企業成長的障礙，例

如:人才短缺(Sherer & Lee, 2002; Greenwood & Suddaby, 2006)。故嘗試透過人力重組，創造出

多種可運用高齡人力的不同措施(Becheikh, Landry & Amara, 2006)，例如，建構跨齡層之團隊、

成立專長轉介人力資料庫、工作環境改善等方式 (Taylor, 2006)。本研究認為，作為一個制度

興業組織，除了需意識到環境變化對於組織成長的限制外，企業聲望可助於凝聚外部資源，

強化人力快速重組的可能性(Huggins & Johnston, 2010)。另外，於制度擴散階段，各種高齡人

力資源措施已被開發，各企業透過標竿與模仿，優化與擴散新措施於場域內之普及性與成效。

於新制度之擴散期，利益關係人之期待為組織壓力的來源(DiMaggio, 1988)。例如，感知高齡

人口結構對於政府財政可能造成的問題，公股比例越高的企業會傾向積極標竿同業，並優化

前人已創造之高齡人力資源措施，以改善政府財政壓力，符合政府股東之期望。其層級分明、

集權化的組織結構，可有效執行高齡人力資源措施(Dutta, Lach & Rustichini, 1995)，而其聲望，

則可吸引同業仿效，以達擴散高齡人力資源措施之效(Sherer & Lee, 2002)。新制度之改變者與

擴散者奠基於不同動機並具備不同的能力，各自於制度發展的初期與後期扮演重要的角色，

為催熟新措施制度化的關鍵。 

為能實證上述觀點，本研究擬以企業採用高齡人力資源措施之情境進行。根據中華徵信所

所提供之台灣 5000大優秀企業，本研究針對人力資源部門進行問卷輔以電訪調查，了解企業

針對高齡員工所採行的人力資源措施現況與時點。共計 537 分有效回覆，回收率為 10.4%。

除了調查之外，實證資料來源另蒐集該企業之公開上市資料，以避免資料同源偏差問題

(Common Method Variance)。研究發現證實，高聲望企業傾向於初期創造高齡人力資源措施，

而公股企業(及公股聲望企業)傾向於後期採用高齡人力資源措施。 

後續，第二節將說明理論背景，其次為假設建立，第四節研究方法則包含樣本、實證模

型與變數衡量，第五節則展示實證結果，最後，第六節之討論與結論，則簡要說明關鍵發現、

貢獻、管理意涵與研究限制，並提出未來研究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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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理論背景 

一、 制度改變與擴散階段下之組織動機 

制度化乃描述場域內特定作法由未知、創造、至廣被採用的過程中 (Mainwaring, 1998)。制度

化詮釋新制度被創造與採用的過程(Tolbert and Zucker, 1983; Sherer & Lee, 2002)，兩階段創新

理論探討創新產出(本研究視為創新制度)被組織採用的過程(Damanpour, 1998)。透過制度與兩

階段創新理論之整合，本研究將一項新措施制度化的過程歸類為兩個階段: 制度改變與制度

擴散兩個階段。首先，探究制度改變(institutional change)階段的相關研究中，多著重探索組織

改變制度環境的原因 (e.g., Dacin, Goodstein, & Scott, 2002)。其中，兩階段創新理論文獻指出，

在創新制度被開發的階段(initiation stage)，即原制度改變階段，組織感知外部環境的變化、蒐

集訊息，創造與評估新作法的能力為主要關鍵(Duncan, 1976; Rogers, 1983)。觀察場域中人力

資源制度的改變，制度學者 Tolbert & Zucker (1983) 與 Sherer & Lee (2002)不約而同地發現，

制度發起組織多半對於外部環境的變化相當敏感，當組織認定現有制度將現制其成長，將誘

發組織改變現有制度之動機。 

    其次，於制度擴散(institutional diffusion)階段則強調制度壓力對於組織同形化行為的影響

(e.g., Doshi, Dowell, & Toffel, 2013)。視場域內的規範是穩定且無法改變的(Zucker, 1983)，組

織為能獲取外部資源與外部認同度，往往會採用場域內普遍被接受的規範作為其行為標準，

造就組織間一致的行為(DiMaggio & Walter, 1983; Meyer & Rowan, 1977; DiMaggio, 1988)。於

新制度被實踐與優化階段(implementation stage)，組織主要關鍵能力在於，運用成熟的組織結

構與資源整合，採用與優化這些新制度於企業內部(Duncan, 1976; Rogers, 1983)。 

二、 制度改變與擴散階段之組織能力 

新制度的創造與擴散，主要仰賴組織創造新作法的能力，以及對於場域中其他組織的影響力。

首先，組織創造新作法的能力建構於組織結構 (Zaltman et al., 1973; Damanpour, 1991)，不同

的組織結構促使組織具備不同的創新能力。其次，組織於場域中的影響力則端視組織的正當

性，組織聲望可提升場域內新制度被創造與擴散的成功率(Rogers, 1983; Tolbert and Zucker, 

1983)。爰此，後續將針對組織結構與聲譽說明，兩者對於制度改變與擴散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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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結構下之創新能力 

組織創新能力包含開創或優化一項新做法的能力，而不同的組織結構將導引企業具備不同的

創新能力(Duncan, 1976; Damanpour, 1991; Rogers, 1983)。過去研究發現，當組織的結構越趨

於正式化(formalization)、集權化(centralization)，組織的官僚化與控制性(bureaucratic control)，

將降低組織創造新制度的能力，然而，卻可強化其於擴散階段，優化新制度的能力(Damanpour, 

1998)。透過非教學醫院的樣本，Rosner(1968)發現控制性強的組織結構，將會降低組織成員

主動搜尋與創新的動機，進而成為組織改變原有制度的主要障礙(Thompson, 1965; Frambach 

& Schillewaert, 2002)。儘管成熟的官僚結構將會弱化組織於制度改變階段之創新能力，然而，

透過其清晰的指令、清楚的分工與控制機制，卻有助於實踐與優化同業已創造的新作法

(Damanpour, 1991; Duncan, 1976; Zaltman et al., 1973)。另外，Aiken, Samuel & French (1980)

發現，由於公股企業具備權力集中與高度控制性，對於投資者與管理者支持之創新做法的實

踐與優化，具有顯著的成效。 

反之，彈性的組織架構強調事業體間的協調，可因應環境的變化發展發展不同的作法，

提升創造新作法的能力。為能知覺環境的變化，於彈性組織結構下的員工被賦予與外部或多

樣事業單位互動(Becheikh, Landry & Amara, 2006; Cohn & Turyn, 1984; Damanpour, 1991; 

Robertson & Wind, 1980)，增加組織跨事業群協調與溝通的可能性。當外部環境變化，這種彈

性的組織結構，透過成員執行上之靈活性，較易於因應環境的變化性。儘管彈性的組織結構

可強化組織對於外部環境的感知能力與資源重組的能力，然而，相較於科層結構，彈性結構

較缺乏管理與控制上之具體層級結構，較不易管控新制度的執行成效。 

一般而言，結構的階層化與彈性的平衡是不容易達成的。組織往往無法有效管理創新彈

性與階層控制間的衝突 (Brown & Duguid, 2001)。因此，一項成功的創新產出得以於場域內

廣泛運用，需仰賴具彈性結構的組織創造新的作法，並依賴具高度管控結構的組織實踐與優

化這些創新作法(Heunks, 1998)。 

組織聲望 

儘管創新的開創或優化能力奠基於不同的組織結構，制度理論學者認為，組織聲譽將強化組

織的創新與優化能力。。於制度改變階段，組織的聲望可視為組織於場域內的正當性，可強

化場域內之認可，提升新制度廣被採納的機會(Rogers, 1983; Tolbert and Zucker, 1983)。例如，

1987 年，律師產業場域中之”聘僱式”人力資源制度的興起，發起”聘僱式”人力資源制度的律

師事務所，其聲望不僅強化雇員對於組織採行新制度的信任，亦有助於雇員對於新作法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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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與參與(Sherer & Lee, 2002)。另外，於制度擴散階段，組織聲望亦可有效吸引其他組織標竿

與模仿(Cyert & March, 1963)。首先，身處於相同環境之同業決策，隱含同業評估的結果，傳

遞著有價值的資訊，可減少不確定決策之評估成本(Lieberman & Asaba, 2006)。其次，當組織

選擇與外部多數廠商採用的決策，決策的正當性則可提升經理人在此決策上對於股東與員工

之說服力(DiMaggio & Walter, 1983)。因此，具有組織聲望不僅可強化制度的改變，亦可加速

制度的擴散。 

三、 理論整合 

本研究認為，透過制度理論與兩階段創新理論之整合，可釐清新制度發展的過程。組織行為

為組織動機與能力的結果展現，本研究運用制度理論說明，鞭策組織改變或採用制度的動機；

利用兩階段創新理論說明，不同結構組織對於組織創造與優化新制度之能力。本研究認為，

於探究組織改變制度或採用新制度的決策行為中，若未顧及組織的創新動機，即便組織具有

創新能力，其亦未必需要進行任何創新，反之，若未考量創新能力，即使組織具備創新動機，

其仍無法創造新作法。鑑此，制度理論與創新兩階段理論兩者具有互補互容關係。 

於企業因應高齡化人口結構趨勢之策略中，有別於原有通用之人力資源措施-鼓勵高齡員

工退休，高齡人力資源措施為一項新制度。透過制度理論與創新兩階段理論，本研究建立下

述假設，以說明組織特性與其採用高齡人力資源措施之時機之關聯性。 

參、假設建立 

一、 聲望企業: 人力資源措施之改變者 

制度理論文獻闡述組織對於外部壓力的感知與其回應作法。於新制度之改變階段，組織所感

知的壓力，源自於現有制度無法因應環境的變化，例如，面對人才稀缺的環境變化，有鑑於

舊有”合夥制”人力資源措施提升企業人才晉用的困難，美國律師產業發展新的人力資源制度，

即”合夥制” (資深律師可晉升為合夥人，或離開) (Sherer & Lee, 2002)。至今，少子化與人口結

構高齡化趨勢，具實務經驗人才的短缺亦提升了企業招募的困難。相較於一般企業，聲望企

業不僅面對投資者期待持續成長的壓力，亦面臨民眾期許承擔社會責任的角色(Campbell, 

2007)。以多元的方式運用/聘僱高齡員工的作法，不僅可保留員工實務經驗(Armstrong-Sta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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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亦可提升外部對於企業社會責任之觀感(Vuontisjärvi, 2006)。活用多元方式善用高齡勞

動力(即高齡人力資源措施)儼然成為提升高齡員工附加價值的做法。由此可知，實務經驗人

才短缺將提升聲望企業採行新的人力資源措施之動機(DiMaggio, 1988; Greenwood & Suddaby, 

2006)。 

除了動機之外，聲望企業的創新能力決定組織是否可於制度改變階段，創造新的措施。

組織的聲望可透過兩種方式強化組織創造新做法的能力，其一，聲望可累積外部的網絡資源

(Russo & Koesten, 2005)，透過絡資源的累積可擴展組織資源與學習的邊界，並提升組織資源

運用的彈性 (Liebeskind, Oliver, Zucker & Brewer, 1996 & Brewer, 1996)。意即，聲望可輔助組

織取得網絡優勢，例如，獲得有價值的資訊或資源 (Huggins & Johnston, 2010)。透過釐清美

國律師產業人力資源制度的改變，Sherer & Lee (2002)點出跨產業資訊對於新制度創造的重要

性，其發現人力資源制度新作法的的構想來自於其他產業的成功經驗。其二，組織聲望可說

服利益關係人提供支持，以強化新作法的成功率(DiMaggio & Walter, 1983; Robers, 1983; 

Tolbert & Zucker, 1983; Sherer & Lee, 2002)。組織聲望如同組織於場域內之正當性(legitimacy)，

可說服利益關係人提出新作法所需之資源(Rogers, 1983; Tolbert and Zucker, 1983; Sherer & 

Lee, 2002)。例如，當聲望企業採行新的人力資源作法，雇員對於新作法的認同與參與，將取

決於對組織的信任與企業的外部評價。本研究認為，受到人才短缺之環境壓力，組織聲望有

助於新制度的運行，因此，聲望企業將傾向於制度改變階段，創造高齡人力資源措施。 

假設一: 聲望企業傾向於制度改變階段，採用高齡人力資源作法。 

二、 公股企業: 高齡人力資源措施之實踐者 

當多種高齡人力資源措施已被建立，於新制度發展之後期，即制度擴散階段，政府對於企業

採行各項措施之期待成為主要的制度壓力來源。銳減的勞動人力不僅緊縮政府財稅收入，亦

提升社會福利支出。因此，於全球人口結構高齡化之下，各國政府皆紛紛延長法定退休年齡，

並鼓勵與期待組織可透過多樣化的人力資源措施，延長高齡勞工就業時間(OECD, 2012, 2014)。

由於公股企業內含投資者與政府股東，因此其組織目標除了獲利，尚包含民眾服務等相關無

法短期量化之政策(Boyne, 2002)。也就是說，公股企業之多元股東組成，奠基了公股企業目

標複雜且多元的現象(Rainey & Bozeman, 2000)，因此，相較於私人企業，公股企業具備更大

的壓力，以符合政府推行的政策，以確保組織決策可符合股東之期待(Oliver, 1991)。故公股

企業為迎合政府股東對於企業的期待，則傾向延長高齡員工於組織內之工作年限，以降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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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財務負擔。Ingram and Simons (1995)探究組織採行員工福利措施之決策中，支持這項論點，

說明公股企業較傾向採行政府偏好之人力資源措施。 

另外，公股企業之集權階層結構，驅使其傾向於新制度之擴散階段，採用高齡人力資源

措施(Damanpour, 1998; George, 2002)。由於集權結構並不鼓勵員工涉及不同階層的工作內涵，

或主動因應外部環境的變化(Thompson, 1965)，進而降低員工辨視環境變化與創造新作法的能

力(Roessner, 1977)。因此，公股企業並無法於制度改變階段，感知環境的變化並立即創造新

興措施。反之，其卻傾向於制度擴散階段，實踐與優化創新作法。透過文獻分析(meta-analysis)，

Damanpour (1992)發現，具豐厚資源與規模優勢的組織，如公股企業，較傾向於後期採用與改

善新作法，而非於前期率先創造新作法。由此可知，儘管公股企業無法快速的感知外部環境

的變化並創造新措施，然其集權化、權責分明的層級結構，卻可有效的採用與優化高齡人力

資源措施(Aiken, Samuel & French, 1980; Zaltman et al., 1973)。爰此，本研究認為，公股企業

將傾向於制度擴散階段採用高齡人力資源措施。  

假設二:公股企業傾向於制度擴散階段，採用高齡人力資源作法。 

三、 具聲望之公股企業:高齡人力資源措施之擴散者 

創新制度並非自動擴散，其需仰賴企業聲望促進同業仿效，以達到新制度廣為採用之效。Sherer 

and Lee (2002) 針對美國律師產業指出，新的人力資源措施需透過聲望企業的推動，方可被場

域內同業廣泛採納。由此可知，制度的擴散者，除了需具備成熟的組織結構外，尚需仰賴其

組織聲望，方可吸引同業的標竿，提升新措施於場域內的普及程度。 

雖然組織聲望具建構場域規範的能力，然而，對於高齡人力資源措施的擴散，公股與私

營企業具備不同的動機。首先，因應人口結構高齡化的環境變遷，私營企業追求獲利的最佳

方式在於創造差異化的措施，例如，採行多元化的措施運用高齡人力，可有別於領域內慣用

做法，提升高齡勞動力對於組織的貢獻(Armstrong-Stassen, 2008)。除此之外，這項具有社會

責任意涵的做法，特別於同業尚未採用時，對於組織績效性極大(Hull & Rothenberg, 2008)。

因此，聲望企業會傾向於制度改變階段採用創新制度而非於制度擴散階段採用。反之，對於

公股企業而言，為能符合政府股東的期許，其發展目標往往囊括促進產業發展之責(Rainey & 

Bozeman, 2000)。因此，具聲望之私營企業為能達到營利目標，傾向因應環境的變化，採行異

質性的創新做法(同假設一)，而具有聲望之公股企業將傾向符合政府股東的期待，於新制度

擴散期，採用高齡人力資源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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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三:高聲望之公股企業傾向於制度擴散階段採用高齡人力資源作法。 

肆、研究方法 

透過制度與創新兩階段理論，圖 1 呈現研究整體架構圖。本研究認為聲望可強化組織資源運

用的靈活性，以於制度改變階段，創造高齡人力資源措施。而公股企業則有豐裕的資源與成

熟的組織控制性，傾向於制度擴散期，採用與更新高齡人力資源措施。相較於私營企業(強調

於改變階段創造高齡人力資源措施可透過措施的異質性，強化其經營績效)，具有聲望之公股

企業傾向於制度擴散期，實踐與優化高齡人力資源措施，以維護政府股東於產業發展的期待。

奠基制度理論於解釋組織採行高齡人力資源措施之動機下，本研究整合創新兩階段理論預測

組織採用高齡人力資源措施的時機。 

 

圖 1 研究架構 

一、 樣本與實證模型 

相較於全球人口高齡化趨勢，台灣高齡少子雙重衝擊將加劇人口趨勢對於產業經濟發展的衝

擊(Hermalin, 1993)。國家經濟的持續性成長，人口結構的老化與低生育率將危及勞動市場的

供給並限制國家經濟的持續成長(Jones, Straughan & Chan, 2008)。即便發展與已發展中國家之

產業經濟發展皆逐漸受到高齡化衝擊，台灣面對高齡與少子化的雙重衝擊，高齡人口趨勢對

於台灣產業經濟的影響將更為快速與險峻(Bloom & Sousa-Poza, 2010; Caldwell, Caldwell & 

McDonald, 2002)。根據經建會資料顯示，未來 50年台灣勞動人口佔全國總人口比例將由目前

的 71%下滑至 56%，銳減的勞動人口，不僅緊縮財稅收入(所得稅收佔總稅收約 18.5%)，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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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社會對於高齡者社會福利支出的隱憂(以 80歲的平均壽命計算，每位退休人口須提供 20

年的社會福利相關支出)。 

     爰此，以台灣企業為研究對象，本研究根據中華徵信所所公布的台灣 5000 大傑出企業

為調查對象。中華徵信所每年公布的「台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 TOP5000」已超過 40年的歷史，

為現階段國內最具公正、客觀、確實的排名。另外，數據資料來源包含問卷資料與客觀之財

務資料。為了避免單一問卷填達者所可能造成的共同方法變異(CMV , Podsakoff & Organ, 

1986)，因此，本研究資料來源包含問卷調查資料與該企業之公開財務資料。其中，公開財務

資料包含其產業別、近三年營收、排名、公股比例等；而問卷資料則包含企業內部高齡人力

比重，與其針對高齡員工所採行的策略問項。問卷乃針對企業人力資源主管為標的，以電話

訪談方式進行。 

    樣本以為台灣 5000 大傑出企業排名內廠商，總計回收後有效問卷達 537 份，回收率達

10.74%。比較 5000 大傑出企業產業分布與回收廠商產業分布，兩者高度一致性(相關係數達

93.18%)，隱含本研究數據充分的詮釋台灣領導廠商創造與擴散高齡人力資源措施之前因。另

外，於研究方法上，由於本研究大部分的數據乃透過問卷李克特五點量表而來，因此數據以

計數型資料為主，考量資料由不同的子群體所組成，而造成母體異質性，使得資料呈現過度

分散，因此出現變異數大於平均數的情況。由於 poisson分配的特性相當適用於配適資料呈現

出「平均數與變異數相近」的情況，因此，本研究則採用 poisson迴歸來作為實證分析的工具。 

二、 變數衡量 

1. 被解釋變數 

高齡人力資源措施 根據歐盟基金會(Eurofund)研究所提出的七種針對高齡人力所進行的措施

(Taylor, 2006)，本研究計算受測企業採行友善高齡人力資源措施的個數，作為衡量受測企業

採用高齡人力資源措施的方式。歐盟基金會所提出的七種新興高齡人力資源作法，包含，工

作環境再改善、任務轉換、新技能訓練、師徒制編組、轉職協助、跨業再聘僱與彈性工時，

詳述如下:  

(1) 師徒制編組: 其主旨在於異齡成員編組，將具有實務經驗的高齡員工與熱情的新進者共同

編組，進行互補。以負責新建或現有建築物之衛生設備及暖氣系統之Efkemann公司為例。

為能延長員工為組織工作的年數，針對高階整合型計畫，如: 新建築/改造現有建築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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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建構異齡團隊。團隊中包含優秀年輕員工與高齡經驗豐厚的員工。組織內部以年齡

與能力為導向的職業生涯方法，本身就是一種可面對高齡化趨勢的解決方法。根據雇員

與雇主的時間序列資料(LIAB)，Backes-Gellner and Veen(2013) 發現，跨齡層的編組，透

過資深師傅帶領資淺學員的方式，對於組織創新生產力具有正向的影響。 

(2) 任務轉換: 深植於「知人善用」的概念，將高齡者工作內容轉調為符合其體力、知識經驗

與技能的工作，其不僅能透過新技能訓練與多樣化的工作內容，開發高齡員工另一種新

的價值。以廢棄物處理服務公司 Afvalverwerking為例。為因應全面老化現象，公司創立

新職位: 駐點管理者，原負責製程操作的高齡員工經過四至五年的正式內部訓練，便可成

為駐點管理者，降低其工作於體力上之負荷量，亦可維持其知識經驗對於組織之貢獻。 

(3) 轉職協助: 多數公司運用 IT 技術，發展組織人力資源管理系統，系統中包含個人工作經

歷、身體狀況、各項能力與曾任職位與績效評核。國際能源公司 IEC 則開發與運用中央

電子信息系統，來做為組織晉升與聘用上的指標，於工作轉調上，亦透過訊息系統的資

訊媒合，作為內部員工於分公司工作機會的轉職基礎。 

(4) 新技能訓練: 為降低公司內部年輕員工對於高齡員工的反彈、高齡員工自身消極的想法

(欲提早退休)及公司喪失有價值的技術或知識等因素。德國專門製造幫浦與真空管的 KSB

公司，成立內部職業訓練中心，促進員工學習新技術、知識和提升專業技能，為公司創

造新價值。 

(5) 跨業再聘僱: 有鑑於高齡員工於原產業的經驗資產，透過跨業再聘僱，可為雇用公司引進

珍貴的專業人力資產。國際上的案例中發現，Mataro是一間專門製造玻璃的外銷公司(內

銷占 15%；外銷佔 85%)。公司共有 210位員工，31.4%員工超過 50歲以上。針對高齡員

工再聘僱的策略，公司不僅招募從公司退休的員工，亦從當地勞力市場招募跨產業之退

休員工，例如，紡織業的退休員工之招募，透過跨產業的技術，Mataro 透過綜效，成功

研發玻璃玻璃纖維新產品。 

(6) 彈性工時: 高齡員工多半重視生活與工作的平衡，透過 Achmea金融服務所發展 Centraal 

Beheer系統(C-B select system)執行經驗發現，讓員工可自由選擇與調整其工作時間下，

系統顯示 57歲以上的員工工作時間普遍減少 20%。因此，國際能源公司 IEC提供靈活的

品用方式，如員工在家工作，公司提供必要的基礎設施，包含電腦、通訊、軟體，可使

高齡員工減少行車的時間，給予其工作與生活的平衡，提供高齡者更多、更彈性的工作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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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工作環境改善: 透過工作環境的分析與改善，達成延長員工對於公司的貢獻年數。交通公

司 VAG，過去透過優惠退休條款來減少人員水平，近幾年開始調整方案，著重於延長勞

動高齡者就業年限，Humanisation計畫主要針對司機工作內容可能會產生的職業傷害進行

調查，而後，開發與改善司機的工作環境，不論於背部護理、飲食、人體工學的司機座

椅等。中小型建設公司 Gering，則透過引進輕型水泥原料，降低員工因搬運重物造成背

部疼痛的情形。 

為能讓受訪者確切了解不同各種高齡人力資源的做法，於問卷設計上直接陳述七種作法

之特質，並以李克特量表分別詢問公司針對年逾 50以上的員工執行的狀況。若該企業應答為

非常同意或同意，則表示該企業採行這項新興措施。 

表 1. 高齡人力資源措施之問卷問項與衡量方式 

問卷問項 衡量方式 

Q1.公司會讓年逾 50歲以上員工與資淺員工共組任務團隊，以利於經驗傳承 

Q2.公司會調整年逾 50歲以上員工的職務內容，使其更能勝任。（例如：工作任務轉換、

內容調整） 

Q3.公司會提供年逾 50歲以上或快退休、已達退休年紀的員工轉業上的協助。 

Q4.公司會針對年逾 50歲以上員工進行第二專長的訓練，以便利於組織內職務轉換。（例

如：工作上所需的新技能訓練） 

Q5.公司會因員工特殊專長而留任或再聘用快退休或已達退休年齡的員工（逾 65歲以上） 

Q6.公司會提供年逾 50歲以上員工不同的工作模式（例如：兼任、彈性工時等） 

Q7.公司非常瞭解年逾 50歲以上員工在體能與體力上的限制，並已設法改善其工作環境。 

 

(1)非常同意  (2)同意   (3)沒意見   (4)不同意    (5)非常不同意 

加總七項策略行

為「非常同意」與

「同意」個數 

資料來源: 本研究。 

2. 解釋變數 

企業聲譽  為能客觀衡量企業的聲譽與其社會責任，本研究參考過去的研究 (e.g., 

Chakravarthy, 1986; Herremans et al., 1993; McGuire, Sundgren & Schneeweis, 1988; Spencer & 

Taylor, 1987)，以台灣具代表性的調查，中華徵信 2012台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 5000大的名次

為基礎，衡量方式為 5000-排名名次，當企業名次越前面，衡量數值將越高。中華徵信 5000

大排名，自 1970年首次調查開始，至今已超過 40年的歷史，為台灣最具完整性與公正的企

業排名。以工商信用調查與徵信經驗，中華徵信 top 5000排名，乃依據營收、獲利、投資報

酬及生產力四方面所延展的衡量指標，進行企業經營績效的綜合性評估。 

企業公股比例 股權的分布可揭露企業決策關係人之屬性。當企業公股比例越高，則表示

該企業決策目標將與政府政策傾向越趨一致。衡量方式上，沿用 Ingram and Simons (1995)的

做法，本研究透過詢問受訪企業之公股比例，來作為該變數之量化方式。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frm=1&source=web&cd=1&cad=rja&ved=0CCsQFjAA&url=http%3A%2F%2Fwiki.mbalib.com%2Fzh-tw%2F%25E6%259D%258E%25E5%2585%258B%25E7%2589%25B9%25E9%2587%258F%25E8%25A1%25A8&ei=VmeNUvunDsnylAWVjoHgBw&usg=AFQjCNHf5mB9X5RWQM8lpaWHzmTpldNoaQ&bvm=bv.56988011,d.d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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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企業公股比例之問卷問項與衡量方式 

問卷問項 衡量方式 

貴公司政府、公營事業之持股比例 

(1)超過 50%  (2)介於 25%~49%  (3)25%以下  (4)0%(無) 

=1 if (4) 

=2 if (3) 

=3 if (2) 

=4 if (1) 

資料來源: 本研究。 

前期(制度改變階段)採用 為能釐清企業採行時機為制度改變或擴散階段，本研究以虛擬

變數的方式進行衡量。Sherer and Lee (2002)以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制度演變作為實證情境，以

確切的年度(例如:1987年)做為制度改變與擴散期間的臨界點。本研究以跨產業調查為主，以

強化論述可應用之一般性。因此，參考先前之研究，以李克特量表，分別詢問受訪企業各項

新興做法之採用時間是跟隨其他企業而採行的程度，總計七項題目。若受測者回答不同意或

非常不同意，則表示該項企業採行新措施是於前期採用(虛擬變數數值則設為 1)，而非後期跟

隨。衡量方式如表 3所示。 

表 3. 前期採用之問卷問項與衡量方式 

問卷問項 衡量方式 

Q1.這種作法（呈上題，關於工作上師徒團隊的建立）是跟隨其他業者而採行的。 

Q2.這種作法（呈上題，關於工作內容調整）是跟隨其他業者而採行的。 

Q3.這種作法（呈上題，關於高齡員工轉業協助）是跟隨其他業者而採行的。 

Q4.這種作法（呈上題，關於工作所需訓練課程）是跟隨其他業者而採行的。 

Q5.這種作法（呈上題，關於高齡員工留任、聘用）是跟隨其他業者而採行的。 

Q6.這種作法（呈上題，關於高齡員工兼任、彈性工時）是跟隨其他業者而採行的。 

Q7.這種作法（呈上題，關於工作環境改善）是跟隨其他業者而採行的。 

(1)非常同意  (2)同意   (3)沒意見   (4)不同意    (5)非常不同意 

加總七題項目， 

前期採用=1 if X>21 

前期採用=0 if X<21 

資料來源: 本研究。 

3-3-3 控制變數 

為了避免實證模型受到其他關鍵因素的影響，控制變數考量廠商策略傾向相關變數(包含，

企業年資、產業屬性、高齡員工比例)及與環境連結相關變數(包含，外部環境警覺性、工會

影響力)等變數。 

企業年資 以公司成立日期開始計算至 2013年 7月，以公司成立月份作為衡量單位。 

產業屬性 相較於智力的影響，高齡人力體能上之限制較為明顯。有別於農工製造業等重

工業之相關子產業，服務業較屬輕工業，對於高齡人力沿用需求會有所差異，因此，本研究

僅以虛擬變數，區隔受訪企業屬於服務業與否。若該企業隸屬於服務業，產業屬性之虛擬變

數數值則為 1。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frm=1&source=web&cd=1&cad=rja&ved=0CCsQFjAA&url=http%3A%2F%2Fwiki.mbalib.com%2Fzh-tw%2F%25E6%259D%258E%25E5%2585%258B%25E7%2589%25B9%25E9%2587%258F%25E8%25A1%25A8&ei=VmeNUvunDsnylAWVjoHgBw&usg=AFQjCNHf5mB9X5RWQM8lpaWHzmTpldNoaQ&bvm=bv.56988011,d.d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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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員工比例 組織內部高齡員工分布之特性，會影響組織針對高齡人力資源措施之採行

做法。故沿用 Ingram and Simons (1995)之作法，本研究詢問受訪企業之全體員工數與高齡 (年

逾 50歲以上) 員工人數，計算高齡員工數佔公司總員工人數之比例做為衡量方式。 

表 4. 高齡員工比例之問卷問項與衡量方式 

問卷問項 衡量方式 

請問 貴公司全體員工人數為____ 

請問 貴公司年齡超過 50歲以上的員工人數為_____ 

=年齡超過 50歲以上的員工人數/公司總員工數 

資料來源: 本研究。 

 

外部環境警覺性 為能控制組織對於外界環境的知覺，對其採行人力資源措施之影響。沿

用 Ingram and Simons (1995)之影響，本研究詢問受訪企業於策略擬定上，頻繁觀測競爭者近

期策略，並以迅速反應作為策略擬定的考量，當受訪企業回應非常同意或同意，表示該企業

之外部環境警覺性越高。 

表 5. 外部環境警覺性之問卷問項與衡量方式 

變數 問卷問項 衡量方式 

外部環境警覺性 一般來說，公司無論在擬定策略或作法上，都會頻繁

的觀測競爭者的近期的策略，並迅速的反應 

(1)非常同意  (2)同意   (3)沒意見   (4)不同意    

(5)非常不同意 

=1 if (5) 

=2 if (4) 

=3 if (3) 

=4 if (2) 

=5 if (1) 

資料來源: 本研究。 

 

工會影響力 當企業為了迎合關鍵利益關係團體的信任與接受，可能會影響其企業決策的

傾向。其中，工會團體對於組織策略擬定上具有影響力(Ingram and Simons, 1995)。隸屬於

Eureko 保險集團的金融服務公司 Achmea，與工會互動頻繁，組織的人事制度乃藉由每周一

次的非正式協談而達成正式協議。而國際能源公司 IEC，考量石化產業內從業人員提早退休

之規範，公司與工會進行積極協調。而英國健康照護公司，Newham NHS Trust，由於工會與

公司管理階層意見衝突(公司內部溝通管道不順暢)，因此引進新提議權(new initiatives)方式，

解決溝通不良的問題。尤其是傳統產業，工會多數對公司人力資源政策具有高度影響力，OKG

公司為了應對十年內的退休問題，多數以不損及高齡員工利益的條件之下，積極發展因應的

作法。因此，沿用 Ingram and Simons (1995)的做法，詢問受訪企業，勞工團體或是企業員工

所組織的工會對企業做決策時的影響力作為工會影響力之衡量方式。 

表 6. 工會影響力之問卷問項與衡量方式 

問卷問項 衡量方式 

勞工團體或是企業員工所組織的工會，其對於公司的決策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1)非常同意  (2)同意   (3)沒意見   (4)不同意    (5)非常不同意 

=1 if (5) 

=2 if (4) 

=3 if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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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f (2) 

=5 if (1) 

資料來源: 本研究。 

伍、實證結果 

表 7 展現本研究變數之相關係數與基本統計數值。整體而言，本研究解釋變數間的相關

性呈現低度相關(數值皆於 0.3以下)，顯示出本實證結果可避免解釋變數間相關性之疑慮。表

8呈現 poisson迴歸之實證結果。首先，模型一為基本的模型(baseline model)，包含了廠商年

資、環境敏感度、高齡員工比例與工會影響性等控制變數(control variables)，以了解廠商策略

傾向相關變數及與環境連結相關變數對於企業高齡人力資源策略的影響性。模型二則加入了

企業公股比例、組織聲望，與人資措施之採用時間，即前期(制度改變階段)採用之直接效果。

最後，模型三則加入公股比例、組織聲望、與採用時間(制度改變階段)的交叉影響效果

(moderating effect)。 

整體而言，模型一揭露控制變數對於高齡人力資源措施之影響性。組織內部壓力，例如，

高齡員工比例，將會促進該企業採以積極的措施因應高齡人力資源(B=0.0643, p<0.01)。其次，

與環境連結越緊密的組織(例如，環境警覺性、公會影響性)，受到外部環境的期待與壓力，

採用越多的友善高齡人力資源措施(B=0.1477, p<0.01; B=0.2362, p<0.001)。  

模型二則顯示組織公股比例、聲望與前期(制度改變階段)採用時間對於高齡人力資源措

施之直接影響力。除了公股比例未顯著影響高齡人力資源措施(B=-0.05, P>0.1)外，組織聲望

越高，其越傾向採行高齡人力資源措施(B=0.1163, P<0.01)。相較於高齡人力資源措施之後期

(制度擴散階段)，前期(制度改變階段)採用階段，實踐高齡人力資源措施的企業數較少

(B=-0.9835,P<0.001)。 

模型三顯示，組織聲望越高時，其越傾向於前期(制度改變階段)採用高齡人力資源措施

(B=0.1876,P<0.05)，其結果可支持本研究之假設 1。另外，實證結果亦展現組織公股比重越高，

其越傾向於非前期(制度改變階段)採用高齡人力資源措施(B=-0.2480,P<0.1)，本研究假設 2則

得到實證支持。最後，為能了解公股比例與聲望對於組織採行高齡人力資源措施之替代關係；

實證結果表示，即便組織具有高度聲望，若其具備公股比例，為符合政府股東之期待-善盡產

業發展之責，傾向於非前期(即擴散期)採用與優化高齡人力資源措施(B=-0.2601, p<0.001)，實

證結果支持假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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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描述性統計與相關係數表 

 觀察值 平均數(標準差) (1) (2) (3) (4) (5) (6) (5) (8) (9) 

(1) 高齡人力資源措施 537 2.2011 

(2.3596) 

1.0000         

(2) 企業年資 537 370.352 

(1043.008) 

-0.0126 1.0000        

(3) 產業屬性(服務業) 537 0.40037 

(0.49043) 

-0.0407 0.0321 1.0000       

(4) 環境敏感度 537 3.8492 

(0.6758) 

0.1548*** 0.0152 -0.0764+ 1.0000      

(5) 高齡員工比例 537 0.1535 

(0.1980) 

0.0627 0.0598 -0.0348 -0.0193 1.0000     

(6) 工會影響力 537 2.9590 

(0.9275) 

0.2399*** -0.0364 -0.0295 0.1628** -0.0302 1.0000    

(5) 公股比例 529 1.1267 

(0.6007) 

-0.0669 -0.0262 0.1029 -0.0359 -0.1018+ 0.0048 1.0000   

(8) 企業聲望 537 2474.454 

(1391.38) 

0.1277** 0.0571 -0.0238 0.0092 -0.0003 0.0725+ -0.0925* 1.0000  

(9) 前期(制度改變階段)採用 530 0.8283 

(0.3775) 

-0.4990*** 0.0141 0.0517 -0.1239** -0.0446 -0.0897* 0.0145 -0.0236 1.0000 

+P<0.1, *表 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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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實證結果  

被解釋變數 

解釋變數 

高齡人力資源措施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常數項 0.7669*** 

(0.0577) 

1.4634*** 

(0.0521) 

1.4762*** 

(0.0479) 

企業年資 -0.0169 

(0.04824) 

-0.01929 

(0.0485) 

-0.0258 

(0.0484) 

產業屬性(服務業) -0.0579 

(0.0934) 

0.0030 

(0.0870) 

-0.0121 

(0.0868) 

高齡員工比例 0.0643** 

(0.0283) 

0.0323 

(0.0320) 

0.0466 

(0.0318) 

外部環境警覺性 0.1477** 

(0.0509) 

0.0888+ 

(0.0469) 

0.0984* 

(0.0450) 

工會影響力 0.2362*** 

(0.0455) 

0.1938*** 

(0.0418) 

0.1895*** 

(0.0417) 

公股比例  -0.0500 

(0.0560) 

-0.0036 

(0.0275) 

企業聲望  0.1163** 

(0.0409) 

-0.0171 

(0.0363) 

前期(制度改變階段)採用  -0.9835*** 

(0.0742) 

-1.0455*** 

(0.0791) 

公股比例*前期採用 (假設二)   -0.2480+ 

(0.1437) 

企業聲望*前期採用 (假設一)   0.1876* 

(0.0740) 

公股比例*企業聲望   0.0087 

(0.0229) 

公股比例*企業聲望*前期採用 (假設三)   -0.2610* 

(0.1184) 

觀察值個數 (N) 537 522 522 

Pseudo R2 0.0411 0.1348 0.1461 

Wald chi2(13) 51.17 265.84 275.26 

Prob>chi2 0.0000 0.0000 0.0000 

+P<0.1, *表 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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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討論 

面對全球人口高齡化的趨勢，各種高齡人力資源措施為高齡人力運用的新方法

(新制度)。結合制度與創新兩階段理論，本研究將新措施制度化分為制度改變與

制度擴散階段。根據新制度發展的不同階段，制度理論可解釋組織採行高齡人力

資源措施之動機；而創新兩階段理論，則可展現組織採行高齡人力資源措施之創

新能力。實證結果發現，(1)聲望企業將傾向於制度改變階段，率先創造高齡人

力資源措施；(2)公股企業傾向於制度擴散階段，採用與優化高齡人力資源措施；

(3)具聲望之公股企業，傾向於制度擴散階段採行高齡人力資源措施，以達制度

示範與擴散之效。 

本研究具有四項研究貢獻。首先，本研究以量化分析，釐清制度發展不同階

段 (例如，高齡人力資源措施之制度改變或擴散階段)中，組織特性與高齡人力

資源措施採用時機決策之差異性。過去研究多僅著墨於制度變遷(e.g., Dacin, 

Goodstein, & Scott, 2002) 或制度擴散 (e.g., Doshi, Dowell, & Toffel, 2013) ，本研

究以新制度之發展 (制度化) 的觀點，整合制度改變與制度擴散兩階段。另於高

齡人力資源措施的相關研究中，過去研究多以質化描述，歐盟各國政府推展延遲

退休規範下，對於提前退休文化制度的影響(e.g., Gendron , 2011)；或探究單一高

齡人力資源措施，例如，異齡編組，對於組織的影響(e.g., Backes-Gellner and Veen, 

2013) 。與先前研究互補，本研究以量化方法闡述制度化發展。釐清高齡人力資

源措施由無到有(制度改變階段)至廣泛應用於場域(制度擴散階段)的過程中，重

要的組織能力與動機。 

其次，結合制度與創新兩階段理論，本研究說明，企業採行高齡人力資源措

施的時間為組織決策，不僅受到制度壓力的感知，亦應視其創新能力所影響。制

度理論強調公股企業為符合政府股東的期許，必定傾向創造各項高齡人力資源措

施(Zucker, 1987)。然而，實務上，高齡人力資源措施的創造者多為私營企業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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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股企業(Hermalin, 1993; Walker, 2006; Gendron, 2011)。根據此項實務與理論缺

口，本研究結合制度與創新兩階段理論，並實證說明，新制度之改變階段與擴散

期具備不同的特性。於新制度的改變階段，制度興業組織不僅需感知環境變化對

於其成長的限制，並應有能力創造與評估新的作法(Duncan, 1976; Rogers, 1983)，

例如，聲望企業。而於擴散階段，制度的擴散者，為追求正當性，例如，公股企

業，為能符合政府股東的期待，透過其成熟的階層結構，有效採行且優化這些新

措施 (Duncan, 1976; Rogers, 1983)。延續前者研究(e.g., Ingram and Simons, 1995; 

Rainey & Bozeman, 2000)發現，公股企業傾向採行政府股東期許的措施；本研究

整合創新兩階段理論發現，即使公股企業具有動機符合政府股東的期許，若該政

策之具體措施尚未明確，公股企業多層級之組織結構較難以於制度改變階段，率

領同業創造新措施，然而，其確可於制度擴散階段，實踐與優化這些同業所創造

之新措施。 

其三，制度化的過程中，組織運用聲望的動機具有差異。制度改變的研究指

出，聲望是改變制度與強化制度擴散的重要組織能力 (Rogers, 1983; Tolbert and 

Zucker, 1983; Sherer & Lee, 2002)。然而，不同的組織特性運用其聲望的做法略有

不同。久負盛名的私營組織，傾向於新制度之改變階段，利用其聲望提升新措施

的可行性(例如，組織的信任與企業的外部評價可強化雇員對於新作法的認同與

參與)，創造與同業的差異化(Hull & Rothenberg, 2008)。然而，背負產業發展期

許之公股企業，則傾向於新制度之擴散期採行新制度，透過其聲望吸引同業的仿

效，以擴散該措施於場域內被廣泛採用的程度。互補於過去研究發現-聲望可改

變制度與強化制度擴散，本研究發現，私營組織運用聲望以強化制度改變，公股

企業則透過聲望強化制度擴散。最後，本研究考量多層次的研究構念，包含企業

屬性(例如，公股比例與聲望)、制度階段(改變/擴展)對於組織採行高齡人力資源

之影響。以理論邏輯並輔以統計客觀結果，提供政策推廣建議之參考。 

透過釐清新制度被創造、擴散的過程，本研究結果可沿用於政策推展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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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全球人口結構高齡化及人才短缺問題，各國政府紛紛延長法定退休年齡

(OECD, 2012, 2014)，然而新政策的推展卻冗長緩慢 (Walker, 2006)。本研究整合

制度與創新兩階段理論，認為一項成功的政策推動，於初期，具有成長壓力的彈

性結構組織可創造新的措施，以因應政策；一旦具體措施已被開發，公股企業則

可扮演擴散者的角色，實踐這些新的措施並將措施推廣於場域內。政策推廣之有

效策略上，初期可透過補貼政策關聯性強的企業，開發與創造新措施；於後期，

則可透過公股企業之示範，鼓勵場域內同業採用符合新政策之相關措施，以達新

政策擴散之成效。 

儘管這項研究具有上述貢獻，然仍具有研究上的限制。本研究實證以高齡少

子化最嚴重的國家: 台灣為例，然未能考量不同的制度環境的影響性。Schröder, 

Muller-Camen, and Flynn (2014) 發現，不同國家的利益關係人的存在，對於當地

高齡勞動力的管理措施具有重大的影響。另外，不同的國家的法規亦會造成組織

對於外部制度壓力的感知造成影響(Prfeffer, 1972; Salancik, 1979)。未來研究可進

行跨國調查，以釐清於不同制度環境中，企業對於其採行高齡人力資源措施時間

點與作法上的差異。 

制度化發展的研究，實需考量時間的因素對於組織特性與制度回應的影響性。

本研究將制度化發展切割成兩個階段，整合不同理論釐清組織特性於制度回應時

間點的差異。制度採行時機的研究將為一項尚待挖掘的領域，值得後續研究以多

元觀點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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